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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湍流相干结构和减阻控制机理研究

许春晓 †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 剪切湍流中相干结构的发现是上世纪湍流研究的重大进展之一, 这

些大尺度的相干运动在湍流的动力学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也为湍流的控制指

出了新的方向. 壁湍流高摩擦阻力的产生与近壁区流动结构密切相关, 基于

近壁区湍流动力学过程的减阻控制方案可以有效降低湍流的摩擦阻力,但是

随着雷诺数的升高,这些控制方案的有效性逐渐降低. 近年来研究发现,在高

雷诺数情况下外区存在大尺度的相干运动,这种大尺度运动对近壁区湍流和

壁面摩擦阻力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为高雷诺数湍流减阻控制策略的设计提出

了新的挑战. 该文将对壁湍流相干结构的研究历史加以简单的回顾, 重点介

绍近壁区相干结构及其控制机理、近年来高雷诺数外区大尺度运动的研究进

展, 在此基础上提出高雷诺数减阻控制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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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人们发现在切变湍流中存在着可辨认的有序的大尺度运

动, 称之为湍流相干结构 (coherent structure). 相干结构也称为拟序结构, 因为它是切

变湍流中不规则触发的一种有序运动, 它的起始时刻和位置是不确定的, 但一经触发,

它就以某种确定的次序发展特定的运动状态. 相干结构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湍流的

传统认识: 湍流脉动并不是完全随机的, 而是在无序之中存在着有序的一面, 这种有

序的运动主宰了切变湍流中动量和能量的输运. 因此,相干结构的发现被认为是 20世

纪湍流研究的重大进展之一.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Liepmann (1979)曾指出 “湍流中存

在有序结构的最重要的方面也许是以干扰这种大尺度结构来控制湍流”, 为现代湍流

的控制指明了方向.

由于湍流的摩擦阻力远高于层流,因此湍流的减阻控制一直是流体力学和诸多工

程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例如,飞机约 50%、潜艇约 90%的阻力为摩擦阻力,而它们主

要是由湍流产生的 (Gad-el-hak 2000). 在能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湍

流减阻控制研究更是得到了许多国家的重视. 已有的研究表明, 湍流高摩擦阻力的产

生与湍流相干结构密切相关 (Kravchenko et al. 1993), 因此如何控制相干结构来有效

地降低摩擦阻力是湍流减阻控制的核心问题.

湍流相干结构可以通过流动显示、条件采样等技术进行识别, 但很难对它进行精

确的定义. Hussain (1986)认为相干结构是湍流中在其空间尺度上具有瞬时相位相关涡

量的质量体. Robinson (1991) 则从欧拉描述的观点对相干结构进行了定义, 即相干结

构是指三维流场中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至少有一个流动物理量 (如速度分量、密

度、温度等)在远大于当地流动最小尺度的时空范围内与自身或其他物理量显著相关.

不管相干结构如何定义, 近年来人们对相干结构的研究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主要

得力于粒子图像测速 (PIV)实验技术和湍流直接数值模拟 (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DNS)的飞速发展,它们所提供的丰富的流动信息,使人们有条件对相干结构的运动学

特征和动力学过程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最近在关于高雷诺数壁湍流研究的

综述文章中, Marusic 等 (2010c) 将相干结构划分为 3 类: (1) 与近壁循环相关的内条

带结构, 其展向尺度为 100δν 的量级 (δν = ν/uτ 为壁面黏性长度尺度, ν 为流体的运

动黏性系数, uτ 为壁面摩擦速度); (2)尺度为 δ(边界层厚度或槽道半宽度或圆管半径)

量级的大尺度运动 (large scale motion, LSM); (3)流向长度为 10δ 量级的超大尺度运动

(very large scale motion, VLSM) 或超结构 (superstructure)(在槽道和圆管中, 人们将之

称为超大尺度运动,在边界层中称为超结构). 这些相干结构分别存在于离开壁面不同

位置处, 主导了壁面法向的动量输运, 与湍流高壁面摩擦阻力的产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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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首先介绍壁湍流的分层模型及高摩擦阻力的来源,然后结合近年来对相干结

构研究的进展, 介绍人们对湍流减阻控制机理的认识及存在的问题.

2 壁湍流的分层模型

用来标度湍流的特征尺度可以分为两类 (Marusic & Adrian 2013): 外禀尺度 (ex-

trinsic scale)和内禀尺度 (intrinsic scale). 外禀尺度与流动的边界条件、初始条件、所受

外力及流体性质有关,例如圆管半径、边界层自由流速度、流体黏度等;而内禀尺度由

流动对外部条件的响应来确定,如边界层动量厚度、壁面摩擦速度等. 在壁面附近,黏

性作用很强, 经常采用基于运动黏度 ν 和壁面摩擦速度 uτ =
√

τw/ρ 的黏性尺度来标

度湍流,其中 τw 为壁面摩擦应力. 黏性尺度也称为内尺度,其特征长度为 δν = ν/uτ、

特征速度为 uτ ,利用黏性尺度无量纲化的物理量经常采用上标 “+”表示,如无量纲的

壁面距离 y+ = y/δν , 无量纲的流向平均速度 U+ = U/uτ . 离开壁面较远的外区, 其特

征长度经常采用剪切层的厚度 δ (边界层厚度 δ、槽道半宽度 H 或圆管半径 R), 经典

理论中仍将 uτ 作为其特征速度, 因为 uτ 给出了外区流动的内边界条件.

基于平均速度剖面, 人们提出了经典的壁湍流分层模型 (Marusic & Adrian, 2013).

由于 y+ = y/δν = uτy/ν, 因此 y+ 也可以看成距离壁面 y 处的局部雷诺数, 反映了当

地惯性力与黏性力的相对大小. 根据 y+ 的大小, 壁湍流主要可分为黏性起重要作用

的近壁区和黏性作用可略的外区, 如图 1 所示. y+ < 50 的区域称为黏性壁区, 黏性对

切应力做出显著贡献; y+ > 50 的区域称为外区, 黏性对平均速度 U 的直接作用可以

忽略. 黏性壁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黏性底层 (y+ < 5) 和缓冲层 (5 < y+ < 30). 在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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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经典壁湍流分层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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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底层, 平均速度成线性分布, 雷诺应力远小于黏性应力, 可以忽略; 缓冲层是湍流最

活跃的区域, 湍动能及其产生项都在该区域达到最大值. 30 < y+ < 0.15δ+ 时, 平均速

度满足对数律, 称为对数区. y+ > 0.15δ+ 的区域称为尾迹区, 经常采用速度亏损律来

刻画其平均速度分布.

根据量纲分析 (Pope 2000), y/δ < 0.1 时可认为平均速度分布只跟 uτ 和 y+ 有关,

即 U+ = fw(y+), 平均速度分布满足普适的壁面律, y/δ < 0.1 的区域称为内区. 由于

y+ = (y/δ)δ+, δ+ = uτδ/ν = Reτ 为摩擦雷诺数 (也称为卡门数), 因此当雷诺数足够高

时, 存在一个区域同时满足 y+ > 50 且 y/δ < 0.1, 即内外区存在重叠, 在该重叠区可

同时采用内尺度和外尺度来表征平均速度, 可由量纲分析得到对数律. 对数区的存在

是典型的高雷诺数壁湍流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实验和计算能力的增强,人们对

高雷诺数壁湍流开展了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发现黏性的影响比以往人们所认为的更

加远离壁面, 对数区下边界也远大于经典分层模型所提出的 y+ = 30, 例如, Nagib 等

(2007) 认为边界层的对数区范围为 200 < y+ < 0.12δ+, McKeon 等 (2004) 基于高雷诺

数圆管湍流的实验测量认为对数区为 600 < y+ < 0.12δ+, 而 Jiménez 和 Moser (2007)

利用直接数值模拟和渐进分析, 提出槽道湍流中对数区满足 300 < y+ < 0.45δ+.

在离开壁面不同距离处,存在不同类型的相干结构 (Marusic & Adrian 2013): 黏性

壁区 (y+ < 40) 主要由条带结构和流向涡所占据, 发卡涡结构在低对数区 (40 < y+ <

100) 生成, 在对数区及以上 (30 < y+ < δ+), 发卡涡进一步形成发卡涡包和所谓的大

尺度运动, 超大尺度的条带结构主要存在于高雷诺数的对数区和尾迹区.

3 湍流壁面高摩擦阻力的来源

从湍流平均运动方程出发, 可以在理论上导出壁面摩擦系数的表达式.

对于两无限大的平行平板间由定压力梯度驱动的槽道湍流, 如图 2 所示, 其湍流

z↼w↽

y↼v↽

x↼u↽

δ

图 2

槽道流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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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量只依赖于 y 坐标, 利用流向平均运动方程, 可得 (Pope 2000)

µ
dU

dy
− ρ〈u′v′〉 = τw

(
1− y

δ

)
(1)

表明黏性切应力与雷诺切应力之和与离开壁面的距离成线性关系.定义壁面摩擦系数

Cf = τw/ρU2
m, 其中 Um 为截面平均速度,通过对式 (1)进行两次积分, 可得 Cf 的表达

式 (朱克勤 2009)

Cf =
3

Rem
− 3

δ2U2
m

∫ δ

0

(δ − y)〈u′v′〉dy (2)

其中 Rem = Umδ/ν 为基于截面平均速度的雷诺数. 上式右端第 1 项与黏性直接相关,

等于同流量情况下层流的壁面摩擦系数; 第 2 项为雷诺切应力的加权积分, 层流情况

下为 0, 表明湍流的高壁面摩擦阻力来自于第 2 项.

对于圆管湍流, 从平均运动方程出发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表达式

µ
dU

dr
− ρ〈u′v′〉 = τw

r

δ
(3)

Cf =
4

Rem
+

4
δ3U2

m

∫ δ

0

r2〈u′ru′z〉dr (4)

其中 u′r 和 u′z 分别代表径向和流向的脉动速度.

对于零压力梯度的平板湍流边界层, 由于平均运动对流项不为 0, 总的切应力方

程为

µ
∂U

∂y
− ρ〈u′v′〉 = τw + ρ

∫ y

0

Cxdy (5)

其中 Cx = U∂U/∂x + V ∂U/∂y 为平均运动对流项. 与槽道和圆管类似, Fukagata 等

(2002) 对式 (5) 进行两次积分, 得到壁面摩擦系数的表达式

Cf =
2

Re∞

(
1− δ∗

δ

)
− 2

δ2U2∞

∫ δ

0

(δ − y)〈u′v′〉dy − 1
δ2U2∞

∫ δ

0

(δ − y)2Cxdy (6)

其中, δ∗ 为边界层的位移厚度, Re∞ = U∞δ/ν. 在内流中, 对应力方程进行两次积分是

为了得到流量,因为考察控制的减阻效果时经常保持流量不变.而对于边界层流动,控

制前后的自由来流速度一般是不变的,因此对应力方程进行一次积分得到的摩擦系数

的表达式更能反映外流的特点, 该表达式为

Cf =
1

Re∞
− 1

δU2∞

∫ δ

0

〈u′v′〉dy − 1
δU2∞

∫ δ

0

(δ − y)Cxdy (7)

以上给出的摩擦系数的表达式均包括两部分: 与层流相同的部分和湍流特有的雷诺

切应力的积分, 表明湍流摩擦阻力远大于层流其根源是湍流情况下雷诺切应力的贡

献. Fukagata 等 (2002) 利用这种摩擦系数的表达式 (称为 FIK 恒等式) 分析了槽道和

圆管湍流在壁面吹吸控制下的减阻效果, Deng 等 (2014) 基于式 (2) 进一步导出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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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吹吸控制下槽道湍流减阻率的预测公式. 最近, Deck 等 (2014) 基于式 (6) 分析了湍

流边界层中大尺度结构对壁面摩擦应力的贡献,发现流向长度大于边界层厚度的大尺

度运动所携带的雷诺切应力对壁面摩擦阻力的贡献超过 50%,进一步表明高雷诺数情

况下大尺度相干结构对减阻控制研究的重要性.

雷诺切应力代表了湍流脉动在壁面法向对动量的输运,其产生与壁湍流中的相干

结构密切相关. 下面, 对不同区域相干结构的研究进展加以介绍.

4 壁湍流相干结构研究进展

4.1 近壁区相干结构

在本节主要介绍低雷诺数情况下人们对近壁区相干结构及其动力学过程的认识,

高雷诺数情况下外区大尺度结构对近壁区的影响将在第 4.2.3 节加以介绍.

4.1.1 条带和流向涡的运动学性质

早在 1967 年, Kline 和他 Stanford 大学的同事首先用氢气泡技术显示了湍流边界

层内层的拟序运动, 发现了近壁区的条带结构和猝发 (burst) 现象 (Kline et al. 1967).

在以后的近 30年当中,人们利用流动显示实验和湍流的直接数值模拟,对壁湍流的相

干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Robinson (1991)对湍流边界层相干结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

总结, 并将壁湍流的相干结构分为 8 类: 低速条带、上抛 (ejection)、下扫 (sweep)、涡

结构、强剪切层、近壁团状结构 (pocket)、背面 (back) 结构和外层的大尺度运动.

图 3显示了湍流边界层和槽道湍流中的条带结构. 在与壁面平行的平面内, 当

y+ < 30 时, 低速流体呈现出沿流向拉长、在展向准周期变化的条带形状, 这些速度条

带在流向可长达 1 000δν 以上,其展向平均间距几乎不随雷诺数变化,但随离开壁面的

距离略微增大, 约为 80δν ∼ 120δν (Kim et al. 1987).

在 y+ < 60的近壁区,涡结构主要是准流向涡,如图 4所示. 涡结构可采用基于速

度梯度张量的物理量进行识别和显示 (Jeong & Hussain 1995, Chakraborty et al. 2005).

Jeong 等 (1997) 对 Reτ = 180 的直接数值模拟的槽道湍流数据进行条件采样, 研究了

流向涡的运动学特性, 发现其流向平均长度约为 200δν , 平均直径约为 (20∼30)δν , 以

(0.6∼0.8)U (U 为边界层外流速度或槽道截面平均速度) 的速度向下游传播, 在下游离

开壁面向上抬起约 9◦、左右偏转约 4◦. 人们经常利用流向涡量均方沿壁面法向的分

布来表征流向涡的平均位置和大小, 流向涡量均方极大值位于 y+ = 20 左右, 该位置

可认为是流向涡涡核离开壁面的平均距离, 极小值位于 y+ = 5 附近,极大值和极小值

之间的距离可认为是流向涡的平均半径, 约为 15δν (Kim et a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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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c

b

y⇁/. y⇁/

y⇁/. y⇁/

图 3

壁湍流中的条带结构. (a), (b) 边界层氢气泡流动显示实验 (Kline et al. 1967); (c), (d)

槽道湍流直接数值模拟, Reτ = 395. 黑色: u′ < 0; 白色: u′ > 0

400

800

1 000                 2 000

z

x
⇁

图 4

壁湍流中的流向涡结构 (Jeong et al. 1997). 俯视图: 0 < y+ < 60 内 λ2 = −0.3 等值面

(直接数值模拟槽道湍流, Reτ = 180)

流向涡和条带的空间位置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 流向涡总是位于条带附近, 每根

条带上有数个流向涡, 其流向平均间距约为 300δν (Jiménez & Kawahara 2013). 条件统

计表明, 低速条带位于正负成对的流向涡之间, 而流向涡两侧分别为高速流体和低速

流体,如图 5所示. 在流向涡的上洗侧,低速流体被带离壁面,称为上抛 (ejection),而在

其下洗侧,高速流体被带向壁面,称为下扫 (sweep),上抛和下扫合称为猝发 (bursting).

在 (u′, v′) 的相平面上, 上抛和下扫分别位于第 2 和第 4 象限, 因此在象限分析中也将

其分别称为 Q2 和 Q4 事件. 这种高速流体的下扫和低速流体的上抛所构成的猝发过



8 力 学 进 展 第 45 卷 : 201504

uϕ<

 vϕ>

uϕ>

 vϕ<

图 5

流向涡与条带结构位置关系示意图

程是近壁区雷诺切应力产生的根源, 在猝发的瞬间, 瞬时雷诺切应力可高达平均雷诺

切应力的 200 倍以上; 在缓冲区, 70% 的雷诺切应力来自上抛, 下扫的贡献占 30% 左

右. 值得指出的是在流向涡下洗侧壁面上会产生高摩擦阻力.

4.1.2 近壁自维持过程

借助于直接数值模拟, 人们对近壁相干结构的动力学机制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 Hamilton 等 (1995) 对平面库艾特 (Couette) 湍流进行了直接数值模拟, 从充分发

展的湍流开始, 通过不断缩小计算域至能维持湍流的最小尺寸, 观察到了具有明显周

期性的近壁相干结构的再生过程. 这个再生过程可清楚地分为环环相扣的 3 个阶段:

(1) 由流向涡导致的条带的生成; (2) 条带的失稳破碎; (3) 流向涡的再生, 如图 6 所示.

Jiménez (1999) 利用直接数值模拟在平面泊肃叶 (Poiseuille)湍流中证实了近壁区湍流

相干结构周期性再生过程的存在, 并且通过人为地过滤掉 y+ > 60 区域的湍流脉动,

证明这个再生过程不依赖于外区的流动, 在 20 < y+ < 60 区域内可以自维持. Jiménez

等 (2005) 通过对最小槽道流动的直接数值模拟, 研究了自维持过程相干结构随时间

的演化. 最小槽道是指能维持湍流的最小尺寸槽道,它只包含一根条带和数个流向涡,

是研究相干结构演化的常用方法 (Jiménez & Moin 1991). 他们发现在自维持循环中,

条带首先变得弯曲, 壁面摩擦急剧增大, 流向涡量增大, 流向涡生成、衰减, 整个过程

的周期约为 T+ = Tu2
τ/ν ≈ 400, 比单个流向涡的生存时间 T+ ≈ 60 要大很多. 涡的生

存时间和自维持过程的周期之间的差异表明这个循环再生过程包括一段相对平静的

时段, 其中的一半时间用于不稳定性增长、一半时间用于黏性衰减, 猝发时间约占整

个循环过程的 1/3, 约为 T+ ≈ 100.

人们对这种自维持过程 (self-suataining process, SSP) 中条带形成机理的认识比较

统一, 即条带是流向涡向下游迁移时留下的尾迹: 流向涡向下游运动时, 不断将近壁

区的低速流体带离壁面, 形成远大于自身长度的低速条带结构. 条带的产生是流向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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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图 6

近壁自维持过程示意图 (Hamilton et al. 1995)

与平均剪切互相作用, 通过抬升机制 (lift-up) 形成的线性输运过程. 同时线性瞬态增

长理论也为此提供了依据. 由于线化 N–S 方程是非自伴的, 因此其特征向量非正交,

使得在某种特征模态组合下, 即使这些特征模态均随时间衰减, 它们的组合仍可能出

现瞬时的非模态增长, 使得扰动能量在衰减前会出现短时快速增长的现象. Bulter 和

Farrell (1992, 1993) 分析了以湍流剖面作为基本流的瞬态增长, 发现当限制瞬态增长

时间为涡翻转时间时, 能量增长率最大的展向尺度与近壁条带的展向尺度相符, 并且

初始扰动对应于流向涡结构,增长后的扰动对应于近壁的条带结构. 最近 del Álamo &

Jiménez (2006) 和 Cossu 等 (2009) 通过在线性模型中引入涡黏性, 考虑了湍流脉动的

非线性影响,发现不用限制瞬态增长时间就可以在槽道和边界层中得到与近壁区流向

涡和条带相符的最优增长结构. 流向涡生成条带的线性机制已获得一致认可.

而对于流向涡的再生机制, 人们则有不同的看法. Schoppa 和 Hussain (2002) 将

大量的关于流向涡产生机制的研究划分为两类: 母涡 – 子涡机制和流动不稳定性机

制. 母涡 – 子涡观点认为新的涡是由已经存在的涡产生的. 例如, Brooke & Hanratty

(1993) 和 Bernard 等 (1993) 认为母涡产生的流向涡量薄片的卷起产生子涡. Smith 和

Walker (1994)认为在母发卡涡头部和腿部附近的上抛运动会引起带拐点的剪切流,根

据开尔文 –亥姆霍兹 (Kelvin–Helmholtz)不稳定性,它们会卷起形成新的发卡涡. Zhou

等 (1999) 认为母涡引起的局部强剪切层卷起形成弓形涡, 在平均剪切作用下, 拉伸形

成新的发卡涡, 并从母涡脱离. 基于流动不稳定性的观点认为流向涡的产生是由准定

常基本流的局部不稳定性引起的, 不需要母涡的存在. 这些不稳定性包括离心不稳定

性、波 – 剪切不稳定性、斜波与湍流平均速度剖面相互作用、条带不稳定性等. 例如,

Robinson (1991) 认为流向涡过后, 抬起的低速条带顶部的剪切层失稳, 产生新的展向

弓形涡,弓形涡的腿部被拉伸形成流向涡; Kawahara等 (2003)对模型条带进行了线性

稳定性分析, 认为带拐点的速度剖面很容易对正弦扰动失稳, 所对应的特征模态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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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涡形状、位置极度相似. Schoppa 和 Hussain (2002) 通过对条带线性稳定性分析, 认

为充分发展壁湍流中绝大部分条带是线性稳定的,从而提出了一种更令人信服的流向

涡产生机制: 条带瞬态增长 (streak transient growth, STG), 它比模态不稳定机制更具

普遍性. 根据条带瞬态增长机制, 流向涡的产生包括 3 个阶段: (1) 扰动瞬态增长导致

流向涡量 (ωx)薄层的形成; (2)条带弯曲度增加使条带扰动 (∂u′/∂x)达到非线性幅值;

(3) 通过 ∂u′/∂x 将 ωx 薄层拉伸成流向涡.

从动力系统的角度, 人们对近壁区相干结构的研究取得了理论上的重要进展

(Jiménez & Kawahara 2013). 在动力系统理论中,湍流中的相干结构可以认为是相空间

的低维不变集, 湍流系统在其附近度过相当比例的时间. 可能的不变解是相空间的简

单鞍点, 例如稳态行波和周期轨道. Nagata (1990) 通过对线性稳定的平面 Couette 流

施加展向旋转获得了第 1 个三维非线性的稳态行波解, Waleffe (1998, 2003) 从自维持

过程给出的流向涡卷出发也获得了同样的解. 这种三维平衡解源于有限雷诺数下的

一种鞍点 – 节点分叉, 高于该雷诺数时解分为上下两支, 上支解包含一条弯曲的低速

条带和一对交错反向旋转的流向涡结构, 与缓冲区湍流相干结构非常相似; 下支解与

层流状态非常接近. 虽然这种三维平衡解可以再现缓冲区相干结构, 但没能反映出湍

流的非稳态特征. 从 Nagata (1990)的三维稳态解出发,通过采用一种迭代方法, Kawa-

hara和 Kida (2001)发现了平面 Couette流中存在一种非稳态的三维不稳定周期解,很

好地再现了整个近壁相干结构的再生过程: 低速条带的产生和发展、条带弯曲、流向

涡再生、条带破碎、流向涡的快速发展. 人们在平面 Poiseuille 流 (Toh & Itano, 2003)

和圆管 Hagen-Poiseuille流 (Duguet et al., 2008)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三维周期解.沿着单

个不稳定周期轨道在相对短的周期内进行平均, 可以很好地再现湍流的典型特征, 例

如能谱和速度均方根剖面等. Jiménez 等 (2005) 进一步探讨了这些简单不变解和壁湍

流之间可能的关联性, 认为虽然不期望在真实的湍流中也能观察到这些解的存在, 一

般的湍流解可以接近它们并在其附近驻留相当比例的时间. 以上这些简单不变解的

稳定和不稳定流形的缠结可以代表湍流的动力学,这些简单不变解本身就代表了湍流

中的相干结构.

4.2 发卡涡及发卡涡包

在 40 < y+ < 100 的区域, 流向涡抬升形成发卡涡 (Marusic & Adrian 2013).

发卡涡最早是由 Theodorsen (1952) 提出的一种概念模型, 它是指 Ω 形状的涡结

构, 有时也称为马蹄涡或 Λ 涡, 其特征是两条沿流向拉长的涡腿与抬起的沿展向呈

弓形的涡头相连. 虽然早期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种三维涡结构的存在, 但发卡涡被

很多模型和假设所采用来描述湍流边界层的物理过程 (Head & Bandyopadhyay 1981,

Robinso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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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量的实验和数值模拟证实了充分发展壁湍流中存在发卡涡. 采用粒子图

像测速所获得的瞬时流场, 人们将这种三维相干结构重构出来, 获得了关于发卡涡特

征的许多认识 (Meinhart & Adrian 1995, Adrian et al. 2000, Christensen & Adrian 2001,

Gao et al. 2011). 直接数值模拟所提供的三维瞬时流场的丰富数据也给出了发卡涡

存在的直接证据. Kim 等 (1987) 完成了第 1 个槽道湍流的直接数值模拟, 他们利用

涡线首次显示了发卡涡结构的存在. Chacin 等 (1996) 采用速度梯度张量不变量研究

了湍流边界层的流动结构, 发现连续相连的大尺度结构从缓冲层以下延伸至尾迹区

下部, 在某些情况下, 所观察到的结构与 Theodorsen (1952) 提出的发卡涡非常相似.

Adrian 和 Liu (2002) 报告了他们在直接数值模拟的槽道湍流中观察到的发卡涡包结

构. Wu 和 Moin (2009) 对平板湍流边界层进行了直接数值模拟, 计算域出口雷诺数达

到 Reτ = 460 (Reθ = 940), 发现转捩区和湍流区的瞬时流场充满了清晰的发卡涡结构,

但当雷诺数进一步升高时, 流场的随机性和复杂性增强, 涡结构变得比较混乱, 瞬时

流场中很难再观察到清晰的发卡涡结构. 虽然对发卡涡的存在性及其存在条件还存

在争议,由于它能很好地代表统计平均的涡结构并且能解释壁湍流中的局部传输现象

(Adrian 2007), 仍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基于条件统计, Adrian (2007)明确给出了单个发卡涡的基本特征,如图 7所示. 展

向涡头与准流向涡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卡涡结构, 如果不存在展向平均运动, 条件

统计得到的涡结构是对称的, 但在湍流环境中由于周围其他涡结构的影响, 完全对称

的发卡涡非常少见. 在随发卡涡运动的参考系中, 发卡涡内部是 Q2 运动, 而发卡涡周

围是 Q4 运动, 在 Q2 和 Q4 交界处形成倾斜的剪切层并存在流动的驻点. 在通过发卡

涡的流向 – 法向截面上, 发卡涡的标志性特征是: 在头部存在涡量集中区、存在与包

含涡头和涡腿的平面几乎垂直的 Q2运动、存在 Q2/Q4驻点、在涡下部近壁区存在低

速条带.

发卡涡经常以涡包的形式存在, 每个涡包包括 5∼10 个发卡涡, 它们具有相同的

迁移速度. Zhou 等 (1999) 利用数值实验研究了发卡涡包的形成机制. 他们采用 Q2 事

件进行条件统计, 将得到的结构加上湍流平均速度剖面作为初始场, 对 Reτ = 180 的

槽道流动进行直接数值模拟, 显示了发卡涡自生形成涡包的过程, 如图 8 所示. 初始

流动结构很快演化形成主发卡涡 (PHV),主发卡涡成熟时两腿间距和头部高度均约为

100δν ,主发卡涡继续在各个方向增长,并形成下游发卡涡 (DHV)和二次发卡涡 (SHV).

对于二次涡的形成, 他们认为腿部流向涡带动低速流体向上运动, 与腿部上方的高速

流体相互作用,导致涡卷起形成弓形涡头,在弓形涡下方发展出颈部,并与流向涡腿融

合形成完整的发卡涡. 下游涡的形成与初始结构头部下游侧的突起有关, 这 2 个突起

被拉伸成流向涡, 流向涡诱导的向上的流动卷起形成弓形涡, 从而进一步形成发卡涡.

二次涡可以进一步产生三次涡 (THV), 如图 8 所示. 他们还利用两点时空相关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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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卡涡包的迁移速度, 发现二次涡和下游涡与主发卡涡的迁移速度类似, 约为槽道中

心平均速度的 87% (U+
c = 15.7), 涡包结构的弥散速度很小, 约为槽道中心平均速度的

3.5%. 这种发卡涡的自生是一种非线性过程, 要求定义初始涡的 Q2 事件具有足够的

强度, 该阈值约为 (u, v) = (1.5σu, 1.5σv). Adrian (2007) 认为任何时刻的壁湍流均是由

不同尺度的涡包所构成的层级组成, 如图 9 所示, 发卡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其迁移

速度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发卡涡包越远离壁面、尺度越大,其向下游的迁移速度越快.

u

u x

y

y x

z

Q4

a

b

Q2

图 7

(a) 发卡涡结构示意图; (b) 流向 – 法向截面上发卡涡的标志 (Adri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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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发卡涡包形成过程 (Zhou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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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发卡涡包级串示意图 (Adrian, 2007)

发卡涡和发卡涡包模型提供了雷诺切应力和速度条带产生的另外一种机制.发卡

涡头附近伴随强烈的上抛和下扫, 在壁面法向进行动量输运, 产生雷诺切应力. Gana-

pathisubramani 等 (2003) 利用体视 PIV 研究了 Reτ = 1060 (Reθ = 2500) 的湍流边

界层对数区中的发卡涡包结构, 提出了在流向 – 展向平面上利用法向涡量提取发卡

涡包特征的方法, 并定量给出了发卡涡对雷诺切应力的贡献, 他们发现在 y+ = 92 和

150 处, 发卡涡对 −〈u′v′〉 的贡献分别达到 28% 和 25%, 而发卡涡所占的面积约为总

面积的 4.0% 和 4.5%. 利用发卡涡包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猝发事件中所观察到的多点

上抛运动. 近壁区的条带被认为是流向涡向下游迁移时留下的尾迹, 而对数区的条带

则与发卡涡包结构有关 (Adrian 2007). 由于发卡涡的诱导作用, 在其内部产生低动量

区, 单个发卡涡的尺度约为 (200∼400)δv, 一个涡包中存在 5∼10 个发卡涡, 可产生长

达 (1 000∼4 000)δv 的低速条带. 发卡涡以涡包的形式增长, 涡结构的尺度正比于离开

壁面的距离 y, 这种增长形式表明了涡结构的自相似性, 与 Townsend 的附着涡模型相

符, 并可导出速度分布的对数律.

对于发卡涡的产生,也可分为母涡 –子涡机制和流动不稳定机制.前面介绍的发卡

涡包形成就是一种母涡 –子涡机制 (Zhou et al. 1999). Smith和Walker (1994)认为母涡

在其腿部和头部产生的局部上抛运动引起带拐点的速度分布, 由于 Kelvin–Helmholtz

不稳定性剪切层卷起产生新的发卡涡. Zhou 等 (1999) 表明足够强的上抛事件 (初始

发卡涡) 可以生成主发卡涡, 进而诱导生成下游涡以及二次涡和三次涡等. 对于不稳

定机制, Skote 等 (2002) 研究了条带不稳定性, 认为发卡涡与条带的 varicose 不稳定性

有关, 而流向涡的产生与条带的 sinuous 失稳有关. Chernoray 等 (2006) 实验研究了边

界层条带的非线性不稳定性,发现 sinuous和 varicose的高频二次不稳定性均可导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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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涡的产生. 最近作者课题组 (Wang et al. 2014) 研究了从近壁流向涡生成发卡涡的

机制, 流向涡由近壁低速条带瞬态增长过程产生, 发现足够强的反向旋转流向涡对在

拉伸和扭转作用下可产生弓形涡头, 进一步搭接形成完整发卡涡. Sharma 和 McKeon

(2013)基于 N–S方程,建立了圆管湍流的临界层理论框架,在湍流平均剖面假设下,首

次预测了发卡涡包和其他湍流相干结构的动力学演化,并揭示了发卡涡包与大尺度和

超大尺度运动之间的联系.

4.3 大尺度和超大尺度运动

4.3.1 大/超大尺度运动的运动学特征

Kim和 Adrian (1999)研究了圆管湍流流向脉动速度的预乘谱 kxEuu, 发现在对数

区 kxEuu 存在 2个峰值,呈现出所谓的双模态 (bimodal)结构,波长较短的称为大尺度

运动, 波长较长的称为超大尺度运动. 随后人们在边界层和槽道湍流中也发现了类似

的现象. Balakumar和 Adrian (2007)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给出了边界层、槽道和圆管

中大尺度和超大尺度运动所对应的流向波长 (ΛLSM 和 ΛVLSM) 随着离开壁面距离 (y)

的变化,如图 10所示. 对于大尺度运动, ΛLSM 随 y 的增加而增大,在 y/δ ≈ 0.5处达到

极大值, 约为 (2 ∼ 3)δ, 随后随 y 的进一步增加而减小. 对于超大尺度运动, ΛVLSM 也

随 y 的增加而增大,在 y/δ ≈ 0.5处,圆管和槽道中 ΛVLSM 分别达到 20R和 (13 ∼ 15)h,

而在边界层中, 能谱在 y/δ ≈ 0.2处就从双模态结构转变为单模态结构, ΛVLSM 一般为

(6 ∼ 8)δ. 根据能谱的这种特性, Balakumar 和 Adrian (2007) 将 3δ 定为区分大尺度和

超大尺度运动的名义界限.

Hutchins 和 Marusic (2007a) 利用展向热线阵列研究了边界层中的大尺度运动,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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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能谱双模态所对应的波长随离开壁面距离的变化 (Balakumar & Adri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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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对数区存在大尺度条带结构的证据, 如图 11 所示, 条带的流向尺度长达 10δ 以

上. 他们将这种有组织的大尺度运动称为超结构. 由于长条带的展向弯曲, 在流向速

度能谱中所对应的峰值尺度要更小一些 (6δ). Monty等 (2009)在圆管湍流中进行了类

似的测量, 也发现了长达 30R 的条带结构. Monty 等 (2009) 对边界层、槽道和圆管中

相类似雷诺数 (Reτ ∼ 3 000) 下的能谱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分析, 研究了大尺度和超大

尺度运动在这 3种流动中的异同.虽然在定性上这 3种流动中的大尺度运动和超大尺

度运动是类似的, 但在槽道和圆管中, ΛVLSM 随壁面距离的增加持续增长, 而边界层

中 ΛVLSM 在对数区以上快速变短, 表明在内流中 VLSM 能量存在于更大的尺度和离

壁面更远处.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高雷诺数的结果大多是基于热线测量的速度的时间序列给出

的, 在将频率谱转化为波数谱时需要用到泰勒冻结假设, del Álamo 和 Jiménez (2009)

对此进行了分析, 认为长波峰值可能是泰勒冻结假设引起的, 直接数值模拟直接给出

的 kxEuu 在该处不会出现峰值, 而与附着涡模型给出的 k−1
x 标度关系相符 (Townsend

1976). 但这并不会否认大尺度结构的存在,人们对较高雷诺数壁湍流进行直接数值模

拟, 不采用泰勒冻结假设, 直接证明了超大尺度结构的存在 (Lee & Sung 2011).

4.3.2 大/超大尺度运动的动力学意义

早期人们对大/超大尺度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虽然它们包含了足够的湍动能,

却被认为对雷诺切应力的贡献很小,在这个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 “非活跃”(inactive)运

动 (Townsend 1976). Guala 等 (2006) 研究了圆管湍流中大/超大尺度运动对湍动能和

雷诺切应力的贡献, 实验的雷诺数范围为 4 000 < Reτ < 8 000, 发现 λx > 3R 的运动包

含 65% 以上的湍动能和 50%∼60% 的雷诺切应力; 而 λx > 10R 的运动对湍动能的贡

献也达到 35% 以上. Balakumar 和 Adrian (2007) 进一步研究了槽道和边界层中大/超

大尺度运动对雷诺应力的贡献, 实验的雷诺数槽道为 Reτ = 531, 960, 1 584, 边界层为

Reτ = 1 476和 2 395,发现对于槽道, λx > 3H 的运动对 〈u′u′〉的贡献达到 45%以上,对

〈u′v′〉 的贡献达到 40% 以上; 在边界层中, 该比例分别达到了 65% 和 50%. 表明大/超

大尺度运动在高雷诺数湍流输运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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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边界层中的长条带结构, y/δ = 0.15, Reτ = 14 380 (Hutchins & Marusi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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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结构除了对外区雷诺切应力和湍动能有明显贡献以外, 它的影响还能够

深入到近壁区. 大尺度结构对近壁区的影响包括叠加效应和调制效应 (Hutchins &

Marusic 2007b). 叠加效应是指外区大尺度相干结构深入到近壁区, 使得近壁区平行于

壁面的脉动速度分量包含可观的大尺度的贡献. 图 12 显示了不同雷诺数时流向脉动

动能沿壁面法向的分布, 随着雷诺数的升高, 近壁区 (y+ = 15 处) 峰值增大, 〈u′u′〉 在
对数区逐渐抬升形成平台, 甚至出现新的峰值; 分尺度的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内区还

是外区, 大尺度运动的贡献随着雷诺数的增加而增大, 而小尺度的贡献几乎不随雷诺

数变化 (Marusic et al. 2010a). Jiménez 等 (2008) 根据能谱分布发现, 与壁面平行的流

向脉动速度和展向脉动速度存在叠加效应,而法向脉动速度和雷诺切应力不存在叠加

效应. 外区大尺度运动对近壁区湍流的调制效应是由 Hutchins 等 (2007) 发现的. 如图

13所示,通过将近壁区流向脉动速度分解为大尺度部分和小尺度部分,明显可以看出

小尺度流向脉动速度的幅值受到大尺度条带结构的调制:在大尺度流向脉动速度为正

时,即高速大尺度条带中,小尺度流向脉动速度的幅值较大;而在大尺度流向脉动速度

为负时, 即低速大尺度条带中, 小尺度流向脉动速度的幅值较小. Mathis 等 (2009) 将

这种叠加和调制效应进行了定量化, Marusic 等 (2010b) 和 Mathis 等 (2011) 进一步给

出了利用对数区大尺度信号来预测近壁区流向脉动速度的代数模型,最近 Agostini和

Leschziner (2014) 又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

4.3.3 大/超大尺度运动的起源

目前人们对大尺度结构生成和维持的动力学机制以及内外区关系还缺乏统一的

认识. 一类观点认为大/超大尺度结构的生成与发卡涡结构有关. Adrian (2007)认为低

动量区存在于发卡涡包内部,单个发卡涡流向尺度约为 (200∼400)δν , 每个发卡涡包包

含 5∼10 个发卡涡, 从而产生 (1 000 ∼ 4 000)δν 长度的低速条带, 发卡涡包进一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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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a) 不同雷诺数时流向脉动动能沿壁面法向的分布; (b) Reτ = 3900, 7 300, 19 000 时大

尺度和小尺度运动对流向脉动动能的贡献 (Marusic et al.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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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边界层 y+ = 15 处流向脉动速度时间序列, Reτ = 7300 (Hutchins & Marusic et al.

2007b)

涡包级串, 从而产生更长的低速条带. Lee 和 Sung (2011) 对 570 6 Reθ 6 2 560 的湍流

边界层进行了直接数值模拟, 研究了超大尺度结构与发卡涡的关系, 发现在对数区发

卡涡沿流向排列, 形成显著拉长的高/低动量区, 他们还观察到了发卡涡包的融合, 认

为超大尺度条带的形成与发卡涡包密切相关. Baltzer 等 (2013) 对 Reτ = 685 的圆管

湍流进行了直接数值模拟,研究了大/超大尺度的结构组织形式,认为超长条带由更小

尺度的运动形成, 按流向尺度将其分为 3 类: λx < 0.2R, R 6 λx 6 2R, λx > 3R, 其中

R 6 λx 6 2R 的大尺度运动与发卡涡包有关, 这些运动由大的涡卷 (roll cell) 组织成串

形成超大尺度运动.

另一类观点认为大尺度结构的形成与当地的平均剪切有关,并不依赖于于近壁区

相干结构. Flores等 (2006)通过施加壁面扰动速度,人为破坏近壁区相干结构,发现外

区大尺度结构仍然存在. Pujals 等 (2009) 采用线性瞬态增长理论, 分析发现大尺度条

带结构是由一对反向的大尺度流向涡与平均剪切相互作用产生的, 这与 Hutchins 等

(2007b) 通过条件统计得到的大尺度低速条带周围的流场结构类似. Flores 等 (2010)

和 Hwang 等 (2011) 通过改变槽道计算域的大小进一步确认了在不同的尺度上, 相干

结构均能够自维持.

综上所述, 大尺度和超大尺度结构在高雷诺数壁湍流中起重要作用, 人们对其运

动形态及其对湍流统计性质的影响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其产生和维持的机理以及内

外区关系还存在较大的分歧,需要进一步探讨.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雷诺数壁湍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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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际湍流研究的热点,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 Smits研究组、加州理工 McKeon研究

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drian研究组、犹他大学Metzger研究组等)、欧洲 (瑞典皇

家工学院 Schlatter研究组、法国 ONERA Deck研究组)、澳洲 (墨尔本大学 Marusic研

究组) 等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相关研究, 在最近几届的国际湍流剪切流会议、

欧洲湍流会议都有相关的大会邀请报告. 值得指出的是, 我国学者也开始开展相关的

研究, 兰州大学郑晓静研究组利用甘肃民勤地区野外观测实验, 获得了目前雷诺数最

高的大气边界层数据 (Reτ ∼ 3× 106), 发现在更高雷诺数的流动和在沙尘暴中也存在

超大尺度运动,并且指出高雷诺数大气表面层超大尺度运动源于由下至上和由上至下

两种机制共同作用 (Wang et al. 2014, 郑晓静 2014).

5 壁湍流减阻控制机理研究进展

由于湍流状态的稳定性, 与转捩和分离控制相比, 湍流控制更加具有挑战性. 和

其他的控制问题类似, 湍流减阻控制也可分为被动控制 (passive control) 和主动控制

(active control) 两大类, 主动控制又可进一步分为预定控制 (predetermined control) 和

反馈控制 (reactive control). 迄今为止, 人们设计和尝试了很多的减阻控制方案, 如改

变壁面几何形状 (沟槽壁面等)、改变流体物理性质 (添加高分子聚合物、微气泡、颗

粒物等)、施加外力 (电磁力、等离子体等)、外加运动 (壁面周期运动、壁面吹吸等)等,

这些控制措施都在特定的条件下获得了一定的减阻效果,在此对具体的控制方案不加

评述, 只对湍流减阻控制共同的物理机理加以探讨.

5.1 基于近壁相干结构的减阻控制

近壁区条带和流向涡构成的自维持过程 (图 6)是壁湍流产生和维持的关键,针对

其中的任何一环进行控制, 都可以达到抑制湍流、降低摩阻的目的.

5.1.1 基于流向涡的控制

Choi 等 (1994) 首次提出了基于流向涡的主动控制方案, 即所谓的反向反馈控制:

通过在壁面上施加与近壁某探测位置处相反的法向速度, 来抵消流向涡引起的上抛

和下扫运动, 从而减弱雷诺切应力的产生, 实现抑制湍流、减小壁面摩擦阻力的目标.

图 14 给出了反向控制示意图, 其中 yd 为假想的探测平面的位置. Choi 等 (1994) 利

用 Reτ = 180 的槽道湍流直接数值模拟对反向控制的减阻效果进行了验证, 发现在

y+
d = 15 时减阻率最大, 约为 25%, 并且发现控制后的流场中流向涡得到了极大的抑

制. 他们还对减阻效率进行了估算, 发现减阻节省的功率约为吹吸控制所需输入功率

的 30倍,表明针对相干结构的减阻控制具有巨大潜力. Choi等 (1994)和 Hammond等

(1998)进一步利用直接数值模拟考察了反向控制探测位置和减阻率的关系,发现当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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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带涡线坐标系示意图 (Deng & Xu, 2012)

测位置位在 y+
d < 20 时反向控制能够减阻, 同时湍流被抑制、流向涡减少、条带减弱;

但是当探测位置在 y+
d > 20 时, 反向控制会使得阻力增大, 流向涡增多; 最优的探测平

面位置在 y+ = 15 附近, 最大减阻率约为 25% 左右. 近期, Chung 等 (2011) 发现减小

控制幅值也能在 y+
d > 20 时成功减阻, 并且研究了控制幅值对减阻率的影响, 认为成

功减阻的流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壁面吹吸有效抑制了壁面法向的动量输运, 在

探测平面和真实壁面之间形成了所谓的 “虚拟壁面”. 虚拟壁面的建立能够阻断流向

涡向壁面的动量输运,削弱流向涡诱导的高速流体向壁面的下扫运动带来的局部高摩

擦阻力.

减阻流场中流向涡减弱并不是反向控制所特有的现象, Kim (2011) 指出 “无论阻

力是如何被减小的, 所有减阻流动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近壁流向涡的减弱”. Deng 和

Xu (2012)基于条带瞬态增长产生流向涡的机理进一步研究了反向控制对近壁区流向

涡的影响机制. 在条带涡线坐标系 (x, n, s) 中, 如图 15 所示, 流向涡量 ωx 的无黏演

化方程可写为
∂ωx

∂t
+ U

∂ωx

∂x
= Ω

∂u′s
∂x

(8)

其中, u′s 为沿涡线切向的扰动速度分量,来自于 v′ 和 w′ 在涡线切向的投影; Ω 为基本

流的涡量, 主要来自于平均剪切. 方程的右端项 Ω∂u′s/∂x 代表了流向涡量 ωx 的产生

项.如果在壁面上施加吹吸扰动,近壁区的法向速度分布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从而改变

u′s 的大小, 导致 ωx 产生项发生变化. 由于 v′ 在 y+ = 20 左右改变符号, 因此 y+
d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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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吹吸控制对近壁区 v′ 是一种反相控制, 会使 v′ 减弱, 而 y+
d > 20 的控制是一种同相

控制,会使 v′ 增强, 从而分别使得 ωx 产生项减小和增大,最终导致流向涡的减弱和增

强.

基于此, Deng和 Xu (2012)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的反相控制和减弱的同相控制, Deng

等 (2014) 利用槽道湍流直接数值模拟, 研究了这种变幅值反向控制的减阻行为, 发现

Reτ = 180 时加强的反相控制可以将最大减阻率从 25% 提高至 34%, 并且发现控制前

后雷诺切应力的分布具有相似性, 利用该相似性导出了减阻率的预测公式, 表明减阻

率的大小与虚拟壁面的高度和虚拟壁面处残余雷诺切应力有关.

5.1.2 基于条带的控制

人们也提出了一些直接干预条带进行减阻的控制方案. Gad-el-Hak和 Blackwelder

(1989)提出通过从壁面上在低速条带下抽出流体和在高速条带下注入流体,可以减弱

条带引起的展向和法向的拐点不稳定性,达到抑制猝发、减弱湍流的目的. Schoppa和

Hussain (1998) 提出了一种大尺度的控制方案, 减弱了条带的 Sinuous 不稳定性, 他们

利用直接数值模拟进行了仿真, 表明这种对条带稳定性的控制可获得 20%∼50% 的减

阻效果. Roy 等 (2006) 利用低维模型研究了黏弹性对精确相干结构的影响, 发现弱弹

性情况下,加入的高分子聚合物使条带不稳定性增强,从而使流向涡强度增大,加强了

近壁自维持过程; 而强弹性情况下高分子聚合物的加入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Lim 和

Kim (2004)基于流向涡生成条带的线性瞬态增长理论,从条带生成的角度研究了反向

控制的减阻机理, 发现在雷诺数 Reτ = 180 的槽道湍流中, 如果探测平面位于 y+ < 20

的区域,扰动能量的最大瞬态增长率低于无控制情况,使得生成的条带减弱;但是当探

测平面位于 y+ > 20 区域时, 生成的条带结构会增强. 这与槽道湍流直接数值模拟的

结果是一致的, 表明流向涡和条带的控制是相辅相成的.

Jung 等 (1992) 首次利用槽道湍流的直接数值模拟表明在壁湍流中, 壁面在展向

做周期运动可以持续有效地降低壁面摩擦阻力, 在 Reτ = 180 时减阻率高达 40%, 由

于该控制方式简单易行、减阻效果明显, 此后人们进一步开展了大量的数值和实验研

究 (Quadrio 2011). 对于壁面展向周期运动的减阻机制和最优参数,人们缺乏统一的认

识. Choi等 (2002)利用圆管湍流的直接数值模拟,从流向涡和条带关系的角度对此开

展了研究. 如图 16 所示, 在壁面不运动时, 流向涡位于低速条带和高速条带之间, 带

动低速流体上抛和高速流体下扫, 产生雷诺切应力; 当圆管绕轴线在周向周期振动时,

在壁面附近形成 Stokes 层, 使得条带和流向涡的关系发生扭曲, 高速流体穿入低速流

体下部, 减弱了上抛和下扫运动对雷诺切应力的贡献. 基于这种认识, Choi 等 (2002)

提出 Stokes层的穿透厚度和加速度是影响减阻效果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给出了控制

减阻率大小的参数.



许春晓 : 壁湍流相干结构和减阻控制机理研究 21

uϕ>0 uϕ< 
0Q>1,ωx>0

y↩=

y↩=

y↩=

b

a

3
4
-p

图 16

圆管湍流中条件统计得到的条带和流向涡. (a) 静止圆管; (b) 周向周期振动圆管

5.1.3 基于发卡涡的控制

由于发卡涡更加远离壁面, 并且人们对发卡涡的了解不如流向涡深入, 因此针对

发卡涡的控制研究较少. Kang等 (2008)对发卡涡的直接控制进行了实验研究,首先在

水洞的层流边界层中, 利用壁面周期射流产生发卡涡, 安装在边界层外的射流直接抑

制发卡涡头部引起的上抛运动, 使得发卡涡的头部与颈部断开, 发现控制可以使发卡

涡腿部流向涡的环量降低 60%、局部摩擦降低 35%. 在风洞湍流边界层中他们进行了

类似的实验,结果表明通过破坏发卡涡头部,可以降低腿部流向涡的环量,获得减阻效

果. Kim 等 (2008) 利用数值模拟研究了高分子添加剂对发卡涡自生过程的影响, 发现

能够自生发卡涡所要求的初始涡强度的阈值随黏弹性的增强而增大, 当减阻 18% 时,

主涡头部下游的突起物拉长、涡列与流向的夹角变小; 而当减阻 61% 时, 初始涡在流

向拉长形成流向涡, 不能形成发卡涡. 高分子产生的反扭矩抑制了新发卡涡的产生和

涡包的形成, 从而降低了雷诺切应力和壁面摩擦阻力.

5.2 湍流减阻控制的线性机制

湍流是典型的非线性系统, 但是在壁湍流中, 线性机制在与减阻控制密切相关的

近壁自维持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如图 6 所示, 在自维持过程的 3 个子过程中, 条带的

形成是由流向涡产生的一种线性 “抬升”机制造成的,与 (∂v/∂z)(dU/dy)有关;条带失

稳发生流向变化的过程与条带的线性稳定性有关: 由于条带的存在, 平均速度 U(y, z)

在展向和法向的分布均存在拐点, 从而导致条带可以发生线性模态失稳, Schoppa 和

Hussain (2002) 表明条带也可以产生非模态不稳定性 (称为条带瞬态增长), 这种瞬态

增长机制源自线化 N–S 方程的非自伴性; 当然流向涡的再生过程中拉伸起关键作用,

是一种非线性机制.

Kim 和 Lim (2000) 利用数值实验研究了线性过程在壁湍流产生和维持中所起的

重要作用. 将 N–S 方程用法向速度 v 和法向涡量 ωy 表示, 其流向和展向的 Fourier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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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os 和 Lsq 分别为 Orr–Sommerfeld 算子和 Squire 算子, Lc = −ikz(dU/dy) 为交叉

项 (物理空间中表达式为 (∂v/∂z)(dU/dy)), Nv 和 Nωy
为非线性项.在对槽道湍流进行

直接数值模拟时, 他们将交叉项强制赋零, 发现壁面摩擦阻力快速下降, 流向涡消失,

流动逐渐层流化, 表明湍流的维持是一个线性过程. Lee 等 (1997) 设计训练了一个神

经网络作为 N–S 方程的自适应反模型来进行减阻控制, 通过对在线神经网络权系数

分布的分析, 导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控制方案, 即壁面吹吸速度正比于壁面展向摩擦

应力的展向导数,利用这种线性神经网络模型得到了和非线性神经网络模型类似的减

阻效果. Lee 等 (1998) 利用离散后的线化 N–S 方程的伴随方程, 导出了湍流减阻的次

优控制方案, 得到了和线性神经网络控制类似的壁面吹吸速度的表达式, 也获得了类

似的减阻效果. 虽然这两种控制方案是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导出的, 但却给出了非常

类似的反馈控制表达式, 值得指出的是, 非线性神经网络可以用线性神经网络进行很

好的近似, 以及基于伴随方程的次优控制的最终形式采用线化 N–S 方程导出, 表明线

性模型可以足够好地近似湍流减阻的物理机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线性优化控制理论取得了许多进展, 但这种现代控制理论却

很少用到湍流控制中,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湍流是非线性的, 线性控

制理论可能不适用于湍流. 但是对于一个控制问题, 用于计算反馈的模型只需包含系

统的能量产生项以及控制输入如何减弱这种能量的产生. 基于对壁湍流线性机制的

认识, 人们尝试将线性控制理论用于湍流减阻控制 (Kim 2003, Kim & Bewley, 2011).

Kim (2003)首先利用线化 N–S方程的瞬态增长考核了线性优化控制的有效性,通过最

小化总扰动能量, 构造了线性二次型调节器 (linear quadratic regulator, LQR) 控制器,

并将其应用于最优结构的瞬态增长过程, 发现 LQR 控制比反向控制可以更加有效地

抑制扰动能量的增长. 这种线性优化控制进一步应用于非线性壁湍流中, 通过分别最

小化壁面切应力脉动、湍动能和线性交叉项 (式 (9) 中的 Lc) 构造了几种 LQR 控制

器, 均在槽道湍流的减阻控制中取得了成功, 再次表明了壁湍流中线性机制的重要作

用. 由于在实际应用中, 人们并不能获得流场的全部信息, 而只能根据有限的监测量

进行预估, 为此 Lee 等 (2001) 利用二维线化的 N–S 方程构造了预估器, 将线性二次型

高斯 (linear quadratic gaussian, LQG) 控制应用于槽道湍流, 获得了 20% 的减阻效果.

与现代控制理论相结合是湍流减阻主动控制走向实际应用所必需的,其中还有许

多问题需要解决. 从理论上来讲,由于湍流高维度的复杂性,发展更好的降阶模型用于

状态预估是线性控制理论成功应用于湍流减阻控制的关键, 另外, 目前减阻控制成功

的例子均是针对低雷诺数流动 (Reτ ∼ 102), 而工程上更多的是高雷诺数问题 (Re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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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随着雷诺数的升高目前基于近壁自维持过程的减阻控制是否适用以及减阻控制

策略需要进行哪些改变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5.3 高雷诺数壁湍流减阻控制

目前人们对高雷诺数湍流减阻控制的研究还很少,但已经发现在中低雷诺数范畴,

随着雷诺数的增加, 基于近壁相干结构的控制方案能够获得的最大减阻率明显降低.

例如在槽道湍流中,当雷诺数从 Reτ = 180增加到 Reτ = 720时,基于流向涡的反向控

制所能获得的最大减阻率从 25% 降低到 18% (Iwamoto et al. 2002, Chang et al. 2002);

当雷诺数从 Reτ = 180 增加到 Reτ = 1 000 时, 基于条带结构的壁面展向振荡控制, 最

大减阻率从 40% 降低到 28% (Touber & Leschziner, 2012, Agostini et al. 2014). 值得指

出的是, Choi 等 (2002) 通过对 100 6 Reτ 6 400 的壁面展向振荡槽道湍流的研究, 给

出的控制减阻率大小的关键参数曾表明随着雷诺数的升高减阻率以 Re−0.2 的形式减

小, 最近 Touber 和 Leschziner (2012) 和 Agostini et al. (2014) 对更高雷诺数 (Reτ = 500

和 1 000) 的壁面展向振动槽道湍流进行了直接数值模拟, 验证了这一结论, 并指出雷

诺数升高减阻率下降与外区大尺度条带对近壁区湍流的影响有关.

第 3 节的理论分析表明, 减阻率的大小是由雷诺切应力的减小量决定的. 图 17

给出了槽道湍流 180 6 Reτ 6 2 000 时雷诺切应力的分布, 随着雷诺数的升高, 近壁区

(y+ < 60) 对雷诺切应力加权积分的贡献变小, 那么在高雷诺数情况下减阻控制策略

如何改变? 近壁相干结构的控制是否仍然重要？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

题.

Iwamoto 等 (2005) 利用数值实验研究了人为抑制近壁区湍流脉动时的减阻效果,

发现减阻率随雷诺数的增加几乎不变,表明只要近壁区的相干结构控制得足够好也可

以在高雷诺数情况下获得显著的减阻效果.这一结果间接表明高雷诺数下减阻率下降

可能是近壁区湍流控制效果变差所造成的. 邓冰清 (2014) 对 Reτ = 1 000 的反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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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道湍流预乘加权雷诺切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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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道湍流进行了直接数值模拟, 详细分析了控制对内区和外区湍流统计量的影响, 发

现外区雷诺切应力的减小率等于平均减阻率,而内区雷诺应力的抑制程度随雷诺数升

高而减弱, 这是由于高雷诺数时大尺度结构对近壁流向涡具有调制作用, 使得大尺度

高速条带下的流向涡结构抑制明显不足. 这些研究表明在高雷诺数情况下近壁区仍

然是湍流减阻控制要重点关注的区域,但是近壁区湍流的物理过程受到外区大尺度结

构的影响, 因此在设计控制方案时, 必须要考虑到内外区的相互作用机制.

目前人们对内外区的相互作用模式及其随雷诺数的变化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对高

雷诺数壁湍流减阻控制机理的研究还非常缺乏, 需要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首先介绍了壁湍流分层模型和湍流高壁面摩擦阻力的来源,然后从内到外依

次介绍了壁湍流相干结构研究进展:近壁区主要是流向涡和条带结构构成近壁区湍流

的自维持过程,在低对数区是发卡涡结构,在对数区和尾迹区是超长条带结构,本文分

别介绍了它们的运动学特性及动力学机理. 最后介绍了湍流减阻控制机理研究进展,

包括基于近壁相干结构的减阻控制、减阻控制的线性机制以及高雷诺数减阻控制.

目前人们对于低雷诺数近壁区湍流物理过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

的减阻控制策略也在低雷诺数情况下取得了成功. 但对于工程实际流动, 其雷诺数一

般远高于实验室流动的雷诺数,而人们对高雷诺数情况下相干结构的运动学和动力学

特征还只是获得了初步认识,尤其是大尺度结构的起源及内外区相互作用机制还存在

较大分歧, 而这不仅对认识湍流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更是高雷诺数湍流减阻控制策略

研究的前提.另外,实际的流动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干扰,因此基于鲁棒性

的要求, 湍流减阻必须和现代控制理论相结合, 目前基于线性机制的线性优化控制也

只是在低雷诺数情况下获得了成功,在高雷诺数下其有效性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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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énez J, Moin P. 1991. The minimal flow unit in near-wall turbulence.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225:

2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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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 turbu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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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coherent structures in turbulent shear flow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dvances in turbulence research of the last century. These large-scale structures
pla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hysics of wall turbulence, and suggest a new direction for turbu-
lence control. High skin friction in wall-bounded turbulent flow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herent structures in the near-wall region. The control strategy based on the near-wall
physics successfully achieves drag reduction, yet becomes less effective as the Reynolds num-
ber increases. It was discovered recently that large-scale coherent motions exist in the outer
layer of the high-Reynolds number wall turbulence. These motion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urbulence in the near-wall region and the skin friction, and bring new challenges to the
control of turbulent flow at high Reynolds number.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briefly review
the research history on coherent structures in wall turbulence, and mainly focus on dis-
cussing the near-wall coherent structures and their control mechanism, the recent research
developments on the large-scale motions in the outer region of high-Reynolds number wall
turbulence, and the key issues concerning the drag-reduction control of the high-Reynolds
number turbulent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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